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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保政策碎片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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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是影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 2007-
2015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进

行研究，发现 《社会保险法》 的实施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机制分析表明，

《社会保险法》提升了企业员工的社保参保率；与此同时，受社保统筹层次低、地区政策碎

片化的影响，劳动者工作转换摩擦成本增加，跨地市工作流动概率降低，进而降低了企业

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导致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增强。养老保险统筹改革则有效削弱了这

一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效应在高人力资本行业、大中型企业、制度保护完善地区的

企业中更弱。文章结论从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角度，阐释了建立统一社保体系的理论逻辑，

对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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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

调：“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

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在此背景下，构建合理有序的分配制度，特别是提升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

中的比重，即劳动收入份额，成为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然而，相关研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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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 21世纪初的十年中，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白重恩、钱震杰，2009）。

除了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角度解释之外（陈宇峰等，2013；王林辉、袁礼，2018），劳

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

曲线具有有限弹性，可以利用其市场势力压低员工报酬，导致实际报酬低于劳动边际产

出（Manning，2021）。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有损于劳动收入份额（简泽等，2016）。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来源具有多元性。当前中国市场体系仍处于完善进程中，

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因户籍、档案、人事关系等制度壁垒而存在的分割问题，阻碍了劳

动力的充分流动与优化配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蒋为等，2024；周正柱、

周鹃，2022）。这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

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的要求仍

存差距。针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

明确指出，“各地区不得在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方面设置影响人才流

动的政策性障碍”。在社会保险领域，政策碎片化等问题尤为凸显，典型表现为地区费

率和费基不一致、统筹层次高低不齐、同一统筹层存在不同模式等现象 （郑秉文，

2015）。这种碎片化形态本身即构成前述的制度壁垒之一，导致社保关系无法随劳动者

跨区域流动而顺畅转移接续。

作为“兜准、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的制度安排之一，社保制度发挥着重要的调

节收入分配职能。在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端，各项职工社会保险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

担社保费的缴纳（封进，2013），其设计及运行状况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动态结

构。因此，完善社保制度成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环节，其设计目标应在于促

进而非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避免因制度扭曲成为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驱动因素。

目前，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成为

社保体系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研究企业职工社保规范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

影响，对于建立统一的社保体系、建设高效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从而推动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对该问题的研究需要有效的识别策略，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

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此提供了契机。该法律实施之前，企业不遵守社会保

险缴费规范的行为普遍存在，中国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加缓慢（封进，2013）。而实施

之后，社会保险的征管力度大大提高，企业参保率和缴费水平显著提升（许红梅、李春

涛，2020）。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主要关注《社会保险法》对企业员工参保概率的政策冲

击，而非对企业社保缴费率的政策冲击。首先，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企业的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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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势力由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即劳动供给曲线的倾斜程度所决定。其次，企业的

社保缴费类似于一种工薪税。工薪税转嫁理论认为，企业的社保缴费会以降低工资或减

少雇佣的形式转嫁给劳动者（Summers，1989），针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亦普遍支持此

观点（封进，2014；马双等，2014；张克中等，2023）。这意味着，企业社保缴费的变

动主要导致劳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平移，进而改变均衡工资水平和均衡就业，这仅

仅是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变动反映，不会对劳动供给弹性造成明显影响，因此不会

对劳动力市场势力产生影响。本文提出的核心机制在于，《社会保险法》强制提高企业员

工参保率，在叠加社保统筹层次低、地区政策碎片化的背景下，可能增加了劳动者工作

转换（尤其是跨区域转换）的摩擦成本，这降低了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最终成为

强化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关键渠道。基于此，本文利用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

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测算企业的工资减价水平以指代劳动力市场势力，借助《社会

保险法》实施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该法律实施是否增强了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

并深入探讨背后的机制逻辑，进一步检验养老保险统筹改革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相关文献多从《社

会保险法》提升企业社保缴费水平、影响企业生产投入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本文则

聚焦于《社会保险法》对企业员工社保参保概率的提升，结合社保政策的时代背景，

分析其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同时，《社会保险法》作为一项规范劳动者社会

保险参与的法律法规，是劳动保护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还丰富了关

于劳动保护法规对劳动力市场竞争性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二，在机制分析上，企业劳

动力市场势力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本文不仅从企业角度，还从员工角度探究《社会

保险法》对劳动者跨地市工作流动的影响，以反映由工作转移摩擦成本驱动的劳动供

给弹性变化。同时，通过检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缓解了《社会保险法》对企业劳

动力市场势力的提升效应，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机制逻辑。第三，在政策意义上，本文

结论从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角度厘清了提升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理论逻辑，佐证了当

前社会保险领域深化改革的方向，为建立统一的社保体系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依据。

二　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现代社会保险体系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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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保险基金来源逐渐形成分政府、企业、个人的多渠道筹资模式，

企业存在社保缴费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开始出现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统账

结合”的模式。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以及一系列其他国

务院文件分别对五大类保险的缴费水平、给付待遇和覆盖范围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

（封进，2013） ①。例如，实际操作中，各地区的缴费率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浮动调整，

社保征收机构也可由各省自主选择，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社保缴费水平存在差异。然

而在世纪之交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性法规尚无一项基本法作为法律支持，社会保险在征

收效率、制度标准的规范落实等方面一直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直到《社会保险法》的

正式实施，明确了企业在职工社保缴费方面的权利与义务，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险制度

的法治化。

然而，即使在《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前后时期，中国在社会保险制度上依然不断

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社保基金统筹层次低的问题。以养老保险为例，

中国已于 2022年开始在中央调剂金的基础上，开启全面探索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而此

前，由改革开放之前作为企业福利保险发展而来的职工养老保险，经历了漫长的统筹

层次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保基金的收支、核算、使用和管理等行政管辖范围不断提升。

在本文样本期内，中国人口流动规模激增、区域经济发展均衡性受损，社保统筹层次

低的弊端愈加明显。彼时也正经历着再次扩大的第三阶段省级统筹推进的过程，省级

统筹作为走向全国统筹目标的过渡阶段与必要条件，自 1998年被提出至 2020年底以省

级层面“统收统支”为标志的全面实现，经历了“三统一”“六统一”“七统一”等不

同阶段的标准省级统筹的过程②，这也是养老保险制度地区不断统一、劳动力流动制度

壁垒不断打破、社保基金运转不断高效化、财政风险不断弱化的过程，标志着推进社

保全国一体化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郑秉文，2022）。

（二）文献回顾

本文研究《社会保险法》实施通过提升企业员工社保参保率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

①　  包括《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 26 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 44号）、《国务院关于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 38号）等。

②　  包括《国务院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发〔1998〕 28号）、《关于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7〕 3号）、《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9〕 112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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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影响，主要关联两类文献，分别为企业员工社保规范的经济效应研究以及企业劳

动力市场势力的相关研究。

1. 企业员工社保规范的相关经济效应研究

《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加强了社会保险的征管力度，提升了企业职工的参保率与缴

费合规性（许红梅、李春涛，2020）。因此，既有研究大多将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从企业社保缴费的视角切入，探究其对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效果，包括要素投入与人

力资本结构、劳动收入份额等（李逸飞等，2023；张克中等，2023；张同斌等，2023；
张子尧等，2023）。此外，在社保参保视角下，杨艳和易伟（2023）基于微观个体调查

数据的研究认为，劳动者社保参保显著降低了技能错配概率。然而，从《社会保险法》

提升企业员工社保参保率这一视角，系统分析其对劳动力市场其他影响的实证研究尚

有待进一步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部分研究针对企业员工与工作相关联的社会保险设计，指出

此类社会保险为雇主创造了一种“工作锁”现象，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例如，员

工离开企业时无法带走的养老金计划 （Dorsey， 1995） 以及特殊健康保险计划

（Bersak，2019；Gilleskie & Lutz，2002）等。与之类似，虽然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中

员工的社保关系并不与工作单位直接绑定，但中国社保体系由早期的企业保障制度演

变而来，具有较为明显的属地化管理特点。同时，由于社保政策地区碎片化等问题的

存在，部分劳动者也会因社保关系无法随工作自由、高效地转移接续而被限制流动

（黄永颖等，2023；苏春红、耿嫚嫚，2024；汪伟、徐嘉珧，2024；郑秉文，2022）。

社保关系建立后产生的转移摩擦成本，会降低劳动供给弹性，提升企业劳动力市场势

力，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起点。

2.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相关研究

首先，Manning （2003）给出了劳动力市场势力的系统性定义。诸多针对中国企业

的实证研究已证实，企业拥有劳动力市场势力会导致劳动报酬偏离边际产出（都阳、

曲玥，2009；简泽等，2016；李辉等，2024；解恩泽、余淼杰，2024；Brooks et al.，
2021）。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衡量方式多种多样，如测算企业层面的劳动供给弹性

（Dube et al.，2020）、测度劳动力市场集中度（Azar et al.，2020）等。近年来，Brooks 
et al. （2021）通过控制函数法估计微观企业层面的生产函数，结合企业成本最小化问

题，使用企业的工资减价水平衡量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该方法在多数研究中均有体

现 （李辉等，2024；解恩泽、余淼杰，2024；余淼杰、解恩泽，2023；Xie et al.，
2024；Yeh et al.，2022）。此外，在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来源方面，已有研究大多从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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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搜寻成本与迁移成本、对工作的特异性偏好等角度出发 （Card et al.，2018；
Manning，2021），探究了影响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因素，如开放经济中的对外贸易

与政策（谢申祥等，2019；余淼杰、解恩泽，2023；Xie et al.，2024）、市场管制措施

如企业反垄断法规 （赵伟光等，2023）、最低工资管制 （戴家武等，2025；李辉等，

2024）等。《社会保险法》作为一项重要的劳动保护法规，本文在此背景下探究其对劳

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内容，并对中国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具有启示

意义。

文献回顾揭示了以下关键点。首先，既有研究围绕《社会保险法》对企业社保缴

费成本的影响已形成较多探讨，还结合工薪税转嫁理论进行了拓展分析，然而，对于

其提升企业员工社保参保率、强化社保关系方面的潜在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其次，

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势力变化原因的实证研究仍较为稀缺。鉴于职工社保作为劳动力

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深入探究中国职工社保与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之间的内在

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最后，既有研究在应用《社会保险法》构建双重差

分模型、测度劳动力市场势力以及探讨其决定因素等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这

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研究假设

《社会保险法》的实施规范了企业的社保缴费行为，员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是

否就意味着员工议价能力的增强与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减弱？需要指出的是，本文

中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概念区别于企业与员工之间相对议价能力大小的概念，其本质上

是企业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所具有的垄断势力的衡量。本文以企业的边际劳

动产出与其在劳动要素上的总支付之间的偏离程度来表示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事实

上，根据工薪税转嫁理论，《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对企业给予劳动者的总支付（包括

总工资与社保缴费）并没有显著影响；即使总支付有所提高，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

大小也不会单纯因为劳动者的总收入增加 （社保福利提升） 而降低。《社会保险法》

在提升企业社保缴费以及对员工总支付的同时，也可能提升了员工的边际劳动产值

（程欣、邓大松，2020），二者同向变动。从这一角度来看，企业的边际劳动产值与给

予员工的总支付之间的偏离程度难以识别，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是否发生变化并不

明显。

有鉴于此，本文从影响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核心因素出发，探究其背后的机制逻辑。

与其他劳动保护法规的作用类似，《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提升了企业员工的参保概率，

也增加了工作的合约成本。员工转换工作的摩擦是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关键来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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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恩泽、余淼杰，2024）。《社会保险法》作为一项劳动保护法律，一方面对企业

施加了更强的法律约束，增加了解雇员工的潜在成本；另一方面，职工社保作为一种

保健因素，可以减少员工的不满和消极情绪，提升员工在当前单位工作的忠诚度，降

低员工的流动性。

更为重要的是，以养老保险为例，早期中国形成的地区碎片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存

在一种政策障碍，抑制了劳动力跨区域工作流动（黄永颖等，2023）。而由于《社会保

险法》的实施提升了职工社保参保率，便也提高了这种工作流动摩擦的附加成本。在

早期，一方面，中国在低统筹层次的养老保险模式中进行探索，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

管理、发放等相关权力集中在县市级层面，由于各地养老保险统筹账户收支情况不同，

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可以灵活调整属地的养老保险缴费率（赵健宇、陆正飞，2018）；另

一方面，地方政府拥有利用差异化的养老保险费率进行逐底竞争的可能，并借此争夺

流动性资本、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黄永颖等，2023），因此各地区养老保险的缴费

率、缴费基数、福利待遇等存在一定的差异。这造成了劳动者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

在劳动者跨地区流动时无法随劳动者进行有效转移，同时存在“转出容易转入难”的

异地转移接续障碍，给大部分劳动者的养老金造成了流动性损失 （张力、范春科，

2015）。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还可能会造成地方收支不平衡的压

力，尤其是当劳动者从低缴费水平的地区转入高缴费水平的地区时，会对转入地的社

保统筹基金带来支出上的压力。因此，各地区可能存在一些抑制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

转移的政策障碍，比如对转入劳动者的户籍、年龄、就业年限等方面的条件限制（黄

永颖等，2023），形成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分割特征。整体来看，劳动者在进行工作

转换尤其是进行跨地区、跨社保统筹区域的工作转换时的制度摩擦降低了劳动供给弹

性，提高了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本文从指代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工资减价水平的

定义出发，简要阐述上述理论逻辑。根据余淼杰和解恩泽 （2023） 以及 Brooks et al.
（2021）的做法，企业的工资减价水平定义如下：

markdown = MRPL
w （1）

其中MRPL为企业的边际劳动产值，w为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一方面，从企业角度

分析，假定除劳动要素外，其他要素均处于最优投入水平，企业根据劳动供给函数合

理安排生产经营、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wi( )l 代表企业 i所面临的劳动供给函数，

其表示劳动供给曲线并非水平。Ri( )l 为除劳动力以外其他要素处于最优投入水平的收

益函数。由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条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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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L = R'i( )l* = wi( )l* + w'i( )l* l* = ( )∂ln ( )wi

∂ln ( )l* + 1 wi( )l* （2）
因此，企业的工资减价可以表示为：

markdown = R'i( )l*

wi( )l* = ∂ln ( )wi

∂ln ( )l* + 1 = 1
εi

+ 1 （3）
其中，εi 表示企业 i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与工资减价水

平成反比，劳动供给弹性越小，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大。

另一方面，从劳动者角度分析，假设劳动者面临两个地区的就业选择：原工作地

工资率为 w1，新工作地工资率为 w2，但转换工作需要支付制度摩擦成本 C （如社保转

移障碍、行政手续成本等）。劳动者转换工作的条件是新工作的净收益大于原工

作，即：

∆w ≡ w2 - w1 > C （4）
假设劳动供给量 L取决于净工资差异∆w - C。α为常数项（反映非经济因素对劳动

供给的影响）。β 为劳动供给对净工资差异的敏感度系数，是摩擦成本 C 的递减函数

（即β (C )，反映高摩擦成本削弱劳动者转换工作响应）。采用线性形式表示L：

L = α + β (C ) ( )∆w - C = α + β (C ) ( )w2 - w1 - C （5）
新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可以表示为：

ε = ∂L
∂w2

∙ w2
L = β (C )∙ w2

α + β (C ) ( )w2 - w1 - C
（6）

由此可见，当摩擦成本C增加时，劳动者更不愿意转换工作，敏感度系数 β (C ) 减
小，该效应占主导，降低了劳动供给对工资变化的响应，导致供给弹性下降。因此，

劳动供给弹性随着社保制度摩擦成本的提升而降低。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社会保险法》通过提高员工参保率，在社保统筹层次较低、地区政策碎

片化的背景下，增加了劳动者工作转换的摩擦，从而增强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

势力。

在此背景下，虽然《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初衷是维护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合法

权益，然而社会保险统筹层次过低问题的存在却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畅通流动，并赋

予了企业一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造成进一步侵蚀劳动收入份额的风险。因此，构建

统一的社保体系是当下的重要战略部署。针对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的问题，提高统筹

层次始终是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目标之一。目前，中国已建立起过渡性质的养老

保险全国调剂金制度，向着统收统支意义上的全国统筹而努力（郑秉文，2022）。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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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国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工作自 1998年提出至 2020年底全面实现经历了漫长的过

程，省级统筹有着丰富的政策内涵。首先，关于统一各省养老保险政策的规定，包括

统一缴费率、缴费基数计算规则中的平均工资计算口径等，解决了劳动者跨地区工作

转换时因各地养老保险政策差异而带来的养老金“流动性损失”的担忧。其次，关于

统一经办管理服务的政策规定，如完善参保登记、权益记录、转移接续、待遇领取等

具体流程的畅通运行，保证社保事务流程规范、异地通办，建立省级实时监控体系等，

旨在破除各地方对于养老保险关系转接的政策限制，保障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待遇领取

的高效兑现。此外，省级统筹的核心内容要求“统收统支”，即全省社保基金统一纳入

省级社保财政专户，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统一管理与调配，这也提升了社保基金管理效

率，为养老保险政策统一、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提供了保障。已有研究认为养老保

险的省级统筹缩小了地级市之间养老保险的政策差异、改善了劳动者跨地区流动状况，

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黄永颖等，2023；苏春红、耿嫚

嫚，2024；周心怡、蒋云赟，2021）。总之，省级统筹减小了劳动者因养老保险关系不

能高效转移接续而造成的跨地区工作转换的摩擦。因此，在前文的基本逻辑之上，本

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削弱了《社会保险法》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增

强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 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

本文选择的企业样本数据来源为 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

业。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涵盖国民经济中的所有行业，包含大量中小微企业，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宋弘等，2021）。本文对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进行了处理。首先，将国民

经济行业代码统一为 2011年规范标准（GB/T 4754-2011）的代码，按照纳税人识别号

将各年份企业财务和税务数据、基本信息匹配合并为面板数据；其次，对数据进行清

理，剔除关键变量出现错误或缺失的样本，包括剔除全年职工人数、全年工资及奖金

总额、固定资产、总资产、总产出小于等于 0的企业样本，剔除实际社保缴费率小于 0
或大于 1的企业样本，并对除企业年龄、员工人数之外的其他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的

缩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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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

由于缺乏高质量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本文在机制检验中使用了 2010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和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具有抽样科学、样本量大、

覆盖面广等特点，与其他微观调查数据相比，更能反映人口变化的真实特征，被广泛

应用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中（喻理等，2024；张磊等，2024），为本文识别劳动者

的跨地市工作流动情况提供了数据支持。

3. 其他数据

在地区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所选用的地区层面宏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二）被解释变量的构建与测算：企业工资减价水平（markdown）

理论分析部分已给出企业工资减价水平的定义。本文根据余淼杰和解恩泽（2023）
的思路，推导企业工资减价水平可以表示为①：

markdown = μl
i

μM
i

= θl
i

αl
i

θM
i

αM
i

（7）
其中，μl

i和μM
i 分别表示企业 i在劳动力以及中间品投入要素上的垄断加成，企业的

劳动力投入和中间品投入占总产值的份额即αl
i 和αM

i 在数据中可直接观测。具体地，劳

动力投入用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奖金总额与缴纳的社保基金之和表示②；中间品投入使

用生产成本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和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后的差值表示（解恩泽、余

淼杰，2024）。因此，测算的核心在于估计劳动要素投入产出弹性 θl
i 和中间品投入产出

弹性 θM
i 。

在生产函数的估计中，本文假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采用微观生产函

数估计中常用的代理变量方法（ACF法）分行业进行估计（Ackerberg et al.，2015）。其

中，使用固定资产净值作为状态变量，中间品投入作为代理变量，劳动力投入为自由

变量。为消除价格水平变化的影响，分别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生产者购进价

格指数、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净值、中间品投入、总产出进行缩胀处理

（诸竹君等，2023）。在估计出各行业中间品与劳动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后，根据式

（7）进一步得到企业层面的工资减价水平。

①　  篇幅限制，工资减价水平的具体推导过程参见余淼杰和解恩泽（2023）。

②　  将缴纳的社保费用计入劳动收入，可以避免企业通过降低员工工资转嫁社保缴费的行为

（Summers，1989）对本文识别结果的干扰。此外，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讨论了不将缴纳

的社保费用计入劳动收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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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社会保险法》实施如何影响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本文构建如下双

重差分模型：

lnmarkdownit = β0 + β1 treati × postt + X'i∙μt + lawt × seci + λi + μt + εit （8）
其中，下标 i、t分别代表企业、年份；被解释变量 lnmarkdownit 为上文测算的企业

层面工资减价水平并进行取对数处理（李辉等，2024；Xie et al.，2024），以此衡量企

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treati 为本文的处理变量，若某企业属于处理组，则该值取为 1，
属于控制组则该值取为 0。具体地，在处理组的划分上，考虑到如果在《社会保险法》

实施之前企业的社保缴费行为规范性较高、实际社保缴费率较高，则该部分企业受员

工参保率提升的政策冲击并不大；反之，受《社会保险法》实施政策冲击更大的应当

是在法律实施前实际社保缴费率比较低的部分企业。因此，本文参考刘贯春等（2021）
的划分方式，首先，计算每个企业在《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前各年份的实际社保缴费

率的均值；其次，将所有企业事前实际社保缴费率均值以中位数为标准，低于中位数

的企业设定为处理组，反之为对照组。postt 为本文的政策冲击变量，研究样本位于

2011年及以后的年份则该值取1，反之则取0。
虽然《社会保险法》实施是一项相对外生的政策冲击，但基于企业实际缴费水平

的分组指标可能引发内生性问题，威胁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鉴于此，本文

进行了一系列控制。首先，控制企业事前特征及动态影响。为了避免政策发生后相关

因素的干扰、传统控制变量中“坏”的控制变量问题对本文的识别结果造成偏误，本

文控制了一系列企业事前特征变量的均值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乘项X'i∙μt。特征变量包

括总资产、企业年龄、平均工资、职工人数、所有制以及出口情况①。其次，控制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潜在干扰。一方

面，《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核心目的在于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加强就业保护，解决劳动

合同短期化的问题，进而建立或加强稳定的劳动关系，其颁布对于增强企业劳动力市

场势力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是对劳动关系的法制规范，企

业员工参与职工社保以法定劳动关系为前提，《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职工的参保规范也

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借鉴常规做法，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劳动合同法》实施

年份虚拟变量与企业是否缴纳社保虚拟变量的交乘项以控制《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

①　  其中，对连续变量采取加 1后取对数的处理方式；所有制与出口情况均为虚拟变量，本文对

二者进行了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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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 lawt × seci 表示。将企业是否缴纳社保与政策项交乘的原因是企业的缴纳社保行

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合同建立的完备程度。

此外，在企业层面还可能存在无法观测的因素对本文识别造成干扰，尤其是特定

企业的工作环境、企业文化等特征，员工对此类非货币特征的偏好是企业劳动力市场

势力的重要来源（Card et al.，2018；Manning，2021）。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的

固定效应 λi。在宏观的时间维度，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用

工成本逐年上涨（解恩泽、余淼杰，2024）。为了控制劳动力市场整体供求结构的逐年

变化，本文加入年份固定效应 μt。εit 为残差项。本文假设同一企业样本的随机干扰项

存在潜在相关性，故将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表 1 汇报了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

统计。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劳动力市场势力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平均工资

职工人数

社保缴费率

是否参保

所有制

出口

变量定义与说明

工资减价水平（取对数）

资产年初值（千元）（取对数）

当前年份减企业成立年份（年）
（取对数）

全年工资和奖金总额/平均职工人数
（千元/人）（取对数）

平均职工人数（人）（取对数）

已缴纳社保费用/平均工资

社保缴费为正则为1，否则为0
属于国有企业则为1，否则为0
出口额为正则为1，否则为0

样本量

873701
873701
873701

873701
873701
873701
873701
873701
873701

均值

0.754
10.320
2.195

3.193
4.630
0.120
0.249
0.056
0.342

标准差

1.139
1.814
0.577

0.651
1.257
0.136
0.432
0.231
0.474

最小值

-2.568
6.454
0.693

1.168
2.303

0
0
0
0

最大值

3.725
14.875
3.296

4.837
7.784
0.654

1
1
1

资料来源：根据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

在汇报基准回归结果之前，本文对《社会保险法》是否提升企业员工社保参保率

进行了验证。表2第（1）列与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层面是否参与社保缴

费的二元变量以及实际社保缴费率，政策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险法》提升

了企业员工社保参保的概率。本文的基准结果见表2第（3）列至第（5）列，依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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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控制的严格程度逐步提高，政策交互项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工资减价水平，增强了企业的劳动力市

场势力，初步验证了假说1的成立。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reati × postt

控制变量

劳动合同法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观测值

是否参保

（1）
0.279***
（0.002）

是

是

是

是

0.689
873701

实际缴费率

（2）
0.011***
（0.001）

是

是

是

是

0.718
873701

劳动力市场势力

（3）
0.107***
（0.004）

否

否

是

是

0.791
873701

（4）
0.094***
（0.004）

是

否

是

是

0.795
873701

（5）
0.111***
（0.004）

是

是

是

是

0.795
873701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稳健性检验

1. 事前平行趋势检验与事后动态效应分析

双重差分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的前提是需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本文构建模型（9），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前的平行趋势。

lnmarkdownit = β0 +∑t=2007，t≠2010
t=2015 θt treati × postt + X'i·μt + lawt × seci + λi + μt + εit （9）

将《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前一年即 2010年作为基准期，θt 衡量了不同年份相对于

基准期的处理效果。若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相对于基准期不显著即 θt

显著为 0，说明未拒绝事前平行趋势的假设。图 1汇报了事前平行趋势检验与事后动态

效应分析的结果。在《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前的年份，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的劳动力

市场势力差别不显著；而在《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后，处理组企业的工资减价水平显

著高于对照组企业且系数逐年递增，说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

动力市场势力，并且这种效应随年份的推移而递增。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排除随机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在整体企业样本中随机抽取部

分企业作为处理组，其余企业作为控制组，生成伪政策交互项变量，并以基准回归模

型进行回归。上述过程重复 500次，记录每次回归的处理效应及 p值，并将结果绘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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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伪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布在 0值左右，甚至部分聚集于负值，这与实际处

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相反，同时绝大多数回归的 p值大于 0.1。因此，检验结果表明基

准结果并非由偶然的随机因素引起。

图1　事前平行趋势与事后动态效应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绘制得到。

图2　安慰剂检验

资料来源：根据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绘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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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替换变量衡量方式

前文对于企业工资减价水平的测算中，通过“控制方程法”估计生产函数得到各

行业劳动与中间品的投入产出弹性，其中对生产函数形式的假设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本文在此进一步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Yit = βllit + βk kit + βmmit + βll( )lit

2 + βkk( )kit

2 + βmm( )mit

2

                  +βlk lit kit + βlm litmit + βkm kitmit + βlkm lit kitmit + ωit + εit

（10）
各变量的选取与前文一致。完成上式各系数的估计后，即可获得企业-年份维度上

中间品与劳动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进一步得到新工资减价水平，并以此作为被解释

变量代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第（1）列所示，与基准结果相符。

除了使用控制方程法估计生产函数，本文进一步参考赵伟光等（2023）的研究，

采用另一种思路衡量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根据前文推导工资减价形式中的式（3）
可得，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由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决定 （Manning，2003；
Tortarolo & Zarate，2020）。因此，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测算关键在于对劳动供给弹

性 εl 的测算。在具体测算中，参考Card et al. （2018）提出的员工对企业具有异质性偏

好的择业模型①：

lnsit = βwit + γxit + ωj + ωc + ωt + εijct （11）
对模型进行估计后，根据 εl = βwit (1 - sit )计算劳动供给弹性，再根据式（3）计算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回归。表 3第（2）列

回归结果显示，政策交互项变量依然显著为正，增强了本文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在本文测度企业工资减价的过程中，涉及企业员工工资总投入问题时，均使用

“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奖金总额与缴纳的社保费用之和”进行表示。社保缴费（包括企

业和个人部分）是劳动者福利和企业劳动力成本的组成部分。本文进一步在测算中考

虑社保缴费部分对最终结果是否有显著影响。对于社保缴费的个人部分，可视为劳动

者未来福利的一部分，不会影响企业的劳动力投入，因此不会影响工资减价指标的构

建。而对于社保缴费的企业部分，则需进一步讨论。本文在此仅使用企业“支付给员

工的工资和奖金总额”作为劳动力投入，重新估计工资减价并进行基准回归。与原处

理方式对比显示，首先，在工资减价水平的估计值上，仅考虑员工总工资作为劳动力

①　  其中，lnsit 表示企业 i在 t年的员工总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取对数），xit 为企业的

一系列特征向量，包括是否出口、研发投入、企业规模以及所有制虚拟变量，ωj、ωc、ωt分

别表示行业、城市、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同时，使用企业中间品投入作为工具变量（Card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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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时的测算结果略大于原结果，原因在于不考虑企业社保缴费低估了企业的劳动力

投入份额（低估了对员工的总支付），从而高估了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测度。其次，在基

准回归的结果上，如表3第（3）列所示，新测算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回归结果显著为正，

与原结果一致，并不影响基本结论。

4.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检验（PSM-DID）
基准回归中的对照组与处理组企业在自身微观特征上可能存在差异，导致识别结果产

生偏误。本文在进行基准回归前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筛选样本。具体而言，将原有对照

组与处理组样本采用1∶1有放回的最近邻匹配方法，并以前文所述企业微观特征为标准进

行匹配。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两组企业的微观特征标准误绝对值均大幅减小，匹

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5%，说明两组样本的协变量特征差异在较大程度上

得到了消除。对匹配后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3第（4）列所示，与基准结论一致。

5. 替换处理变量划分方式

本文在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时根据事前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的高低划分处理组与对

照组。然而，企业的社保实际缴费行为是企业的内生决策，可能与企业的一些不可观

测的特征以及被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本文借鉴张子尧等（2023）一种新的划分处理

组与控制组的方法，以减弱传统分组中可能的内生性问题。首先，将政策实施前各年

份企业实际社保缴费比率对企业、行业、城市的一些特征进行回归，得到拟合的企业

预期社保缴费比率Sec ijct，具体拟合方程如下①：

Secijct = α + ωct + γjt +∑m
φm Zmijct + εijct，    t < 2011 （12）

其次，用政策前估计得到的企业预期社保缴费比率与实际社保缴费比率作差，若差

值的平均值大于等于 0，说明该企业社保缴费规范程度较低，该企业为处理组，反之则

为对照组。表3第（5）列汇报了该回归结果，与基准结论一致，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一）

treati × postt
0.070***
（0.003）

37.514***
（3.187）

0.119***
（0.004）

0.118***
（0.005）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PSM-DID

（4）
替换处理组

（5）

①　  其中，Secijct 为企业实际社保缴费比率；ωct 和 γjt 分别为城市×年份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Zmijct为用于预测企业实际社保缴费比率的相关特征，包括企业资产年末值、全年平均职工人

数、平均职工增长率、融资成本、资产负债率、职工平均工资、所有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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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N
i × postt

控制变量

劳动合同法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观测值

是

是

是

是

0.789
813039

是

是

是

是

0.574
870447

是

是

是

是

0.789
873701

是

是

是

是

0.795
697164

0.114***
（0.004）

是

是

是

是

0.795
873701

续表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PSM-DID

（4）
替换处理组

（5）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6.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在本文样本期内，2008年 8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

垄断法》）作为一种市场规制手段，旨在通过约束相关行政机关以及市场主体损害市

场公平性的垄断行为，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势力产生较大影响。为了排除该影响，本文

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反映其政策冲击的双重差分项monoi × antit。具体地，对于垄断企业

虚拟变量monoi的设置参考孙博文和杨霄斐（2025）的方法。第一，计算事前年份各二

位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HHI指数），界定事前各年份均大于HHI指数中位数的行业为

高垄断行业。第二，在高垄断行业内界定事前各年份某企业市场份额均大于本行业企

业市场份额中位数的企业为垄断企业，并赋 monoi=1，其他企业为 0。antit 为《反垄断

法》年份项，当年份大于 2008年时该值为 1反之则为 0。表 4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

与基准结果相符。

7. 变换固定效应的控制与聚类稳健标准误

考虑到地区或行业层面的某些混淆因素因时而变并且不可观测，会对本文的识别

造成干扰。比如地区最低工资（戴家武等，2025；李辉等，2024）、地区经济状况与公

共服务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Brooks et al.，2021）等，均会影响劳动力市场势力。

虽然本文基准回归已经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但样本中还存在部分企业变换城市或行

业的现象。因此，本文又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年份×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行业固定效

应，控制因时而变的地区或行业相关因素的干扰。表 4第（2）列汇报了此回归结果，

与基准结果一致。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对标准误进行了企业层面的聚类处理，这隐含了同一企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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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之间的回归扰动项相关，而不同企业之间的回归扰动项不相关的假设。为进一步

放松该假设，本文又分别对标准误进行了城市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聚类处理。表 4的第

（3）列与第（4）列分别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进一步增强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二）

treati × postt

反垄断法

控制变量

劳动合同法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年份×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聚类稳健标准误

R2

观测值

排除其他政策

（1）
0.109***
（0.004）
-0.110***
（0.005）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企业层面

0.796
873701

变换固定效应

（2）
0.156***
（0.005）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企业层面

0.298
873680

调整聚类层级

（3）
0.111***
（0.009）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城市层面

0.795
873701

（4）
0.111***
（0.008）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行业层面

0.795
873701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机制分析

（一）劳动者工作转换摩擦的中介机制

理论分析部分指出，《社会保险法》提升了企业员工的参保率。在社保政策地区碎片

化、劳动者社保关系跨地区转接存在阻碍的背景下，该法增加了劳动者工作转换的摩擦成

本（尤其是跨地区），进而增强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势力。本文将对这一机制进行验证。

首先，如果劳动力市场势力增强的来源是劳动者在跨地区工作转换时存在的政策性

流动摩擦，那么应当可以观察到，在劳动力流动性壁垒越强的地区，该提升效果更为明

显。因此，本文引入樊纲等（2011）计算的各省份劳动力流动性指数，将《社会保险

法》政策实施之前年份的劳动力流动性指数（经去均值化处理）及其与政策交互项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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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项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补充检验。表 5第（1）列显示，三重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在流动壁垒越强的地区，基准结果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初步验证了上述机

制。此外，本文进一步从劳动者视角，直接检验劳动力市场势力提升的来源。

1. 《社会保险法》实施限制了劳动者跨地区工作转换流动

由于劳动供给弹性是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决定性因素，而劳动力流动性又是劳动供给

弹性的重要体现，为了直接检验《社会保险法》冲击对劳动力工作流动性的影响，本文

进一步使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在本文

所考察的样本期间，大多数省份的省级统筹尚未彻底完成，劳动者在同一省份内跨市以

及跨省工作流动时，仍面临较为严重的社保便携性问题，制约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因

此，本文识别《社会保险法》实施对劳动者跨地市工作流动概率的影响。如果《社会保

险法》实施后降低了劳动者跨市工作流动的概率，则验证了本文的基本逻辑。

本文对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与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合并。考

虑到研究对象为劳动者工作转换流动，保留了年龄在 16岁至 60岁以及“流动原因”为

“务工经商”的个体样本。在关键变量的识别上，对于劳动者跨地市工作流动的刻画，

参考黄永颖等（2023）的做法，将调查者的“调查时所在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

不同，并且二地不属于同一地级市的个体定义为跨地市流动的个体，定义劳动者发生

跨地市工作流动的二值变量。对于《社会保险法》政策冲击的刻画，由于缺乏高质量

的企业-员工匹配样本，本文试图识别城市层面的冲击①。具体地，生成事前各城市层

面所有样本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均值，将其取倒数处理作为强度项 intenc 并以此衡量

城市层面个体受《社会保险法》冲击的大小。依据城市代码将其匹配到合并的人口普

查（抽样调查）数据中，与政策时间项 postt 交乘构建强度双重差分项，探究其对劳动

者跨地市工作流动概率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包括微观个体层面的性别、年龄、民族、婚姻

情况、受教育程度等特征，以 Imijct表示；还控制了个体所在城市、工作行业以及年份层

面的固定效应，分别以 ρc、πj、μt 表示，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i、j、c、t分别表示个体、工作行业、所在城市与年份：

fluijct = β0 + β1intenc × postt +∑m
βm Imijct + ρc + πj + μt + εijct （13）

①　  考虑到各地级市政府拥有制定本辖区内社会保险具体政策的权力，并且同一城市内企业在政

策实施与监管力度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同一城市内企业的社保缴费更具相关性，构建城

市层面的政策冲击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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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如表 5第（2）列所示，政策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社会保险法》

的实施降低了劳动者跨地市工作的流动概率，从侧面印证了上文的机制逻辑。

2. 《社会保险法》实施减少了城市层面劳动者工作转换流出率

本文进一步从《社会保险法》冲击所带来的“锁住效应”的角度，验证劳动者的社

保参保是否会抑制其从所在地区向外工作迁离流动。本文首先将研究样本进行了与上文

一致的样本范围界定。其次，参考喻理等（2024）的做法，将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

调查中个体“离开户籍登记地时间”6个月至 1年之间的个体界定为 2014年发生迁移行

为的个体，以此类推确定各年份发生迁移的个体；将“户口登记地情况”中记录的其他

地区代码界定为当年所迁离的城市，据此识别各地级市各年份内迁离的人数，并将各地

级市各年份迁离人数与2015年调查中各地级市的总调查人数作比①，构建各地级市各年

份的迁出率，以Pct表示并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处理与此相

同。最后，形成各地级市2005-2014年各年份包含迁离人数与迁出率的面板数据。

对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政策冲击刻画与上文一致。本文又参考张磊等（2024）
从不同角度选取了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Cmct

②，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ρc 以及

年份固定效应μt，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Pct = β0 + β1intenc × postt +∑m
βm Cmct + ρc + μt + εct （14）

表 5第（3）列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的实施降低了城市劳动

者的工作流出率，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机制逻辑及假说1的正确性。

表5　机制分析检验回归结果

treati × postt
0.115***
（0.004）

劳动力市场势力

总企业样本

（1）

跨地市工作流动

人口抽样调查

（2）

城市工作流出率

城市面板

（3）

①　  如此处理有利于避免各地级市人口的内生性变化，以及两轮人口普查（抽样调查）中抽样方

式差异对识别结果造成的干扰。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部分城市样本

缺失。本文根据其他城市在两轮调查中所调查的人口比例（两轮调查中的人口数量具有较强

相关性）推算缺失城市样本的调查人数。

②　  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二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情况变量，包括人均公共预算支出、中小学师生比、医院与

卫生院数量；三是城市自然人文环境方面的变量，包括剧场与影剧院数量、人均公共图书馆

藏书册数。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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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i × postt ×事前劳动力
流动性壁垒

intenc × postt

控制变量

劳动合同法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R2

观测值

-0.008***
（0.001）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0.795
873701

-0.002**
（0.001）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0.205
1675693

-0.044***
（0.007）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0.721
2772

续表

劳动力市场势力

总企业样本

（1）

跨地市工作流动

人口抽样调查

（2）

城市工作流出率

城市面板

（3）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计算得到。

（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调节效应分析

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改革是破除社会保险政策碎片化的制度安排。若本文机

制逻辑成立，则该改革应削弱《社会保险法》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提升效应。因此，

本文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为例，检验社保统筹层次提高在基准结果中的调节

作用。

对于各省省级统筹完成时间的界定是准确识别省级统筹调节效应的关键。值得注

意的是，在本文样本期内，这一阶段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在各省份之间形成了两

种不同的模式：“预算管理”与“统收统支”模式（赵仁杰、范子英，2020）。省级统

筹的实质是“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①，统收统支模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省

级统筹。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省份实现“统收统支”意义上的省级统筹。

在检验前文所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调节效应之前，本文首先验证了省级统筹改

革具有降低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效果。参考赵仁杰和范子英（2020）的研究，生成各省

①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7〕 72 号）首次明确，省级统筹的实质是“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

支”，并首次提出要制定过渡措施，最迟于2020年实现全省费率统一。

··131



劳动经济研究　2025年第13卷第4期

份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虚拟变量，加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回归①，结果如表 6第（1）列所

示。省级统筹项系数为负，表明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势力，同时

也说明在省级统筹之前，确实存在由于养老保险政策碎片化问题引致的劳动力市场势

力提升。进一步，本文验证省级统筹对《社会保险法》提升劳动力市场势力的调节作

用。具体而言，本文生成“统收统支”模式省级统筹的二值变量（统收统支模式为 1，
预算管理模式为 0），并将该二值变量及其与原政策交互项的乘积项加入基准模型中进

行回归。表 6第（2）列的结果显示，统收统支的省级统筹减弱了《社会保险法》对劳

动力市场势力的提升效果。此外，为检验完成省级统筹时间的早晚对上述效应的影响

差异，将样本限制在统收统支模式下的企业样本中，生成早期完成统收统支省份的二

值变量（在样本期前完成统筹为1，反之为0），并将其及其与原政策交互项的乘积项加

入基准模型中进行检验。省级统筹完成时间越早，说明地方社保转移接续的政策壁垒

消除得越彻底。表 6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早期完成统收统支的省份，省级统筹

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综合上述检验结果，证实了假说2的成立。

表6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调节效应检验

省级统筹

treati × postt

treati × postt ×  统收统支

treati × postt ×  早期统收统支

控制变量

劳动合同法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观测值

劳动力市场势力

全样本

（1）
-0.010***
（0.003）
0.039***
（0.003）

是

是

是

是

0.849
873701

全样本

（2）

0.124***
（0.004）
-0.062***
（0.006）

是

是

是

是

0.795
873701

统收统支省份

（3）

0.142***
（0.010）

-0.077***
（0.011）

是

是

是

是

0.812
187706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①　  各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改革模式与时间具体参见赵仁杰和范子英（2020）。对于

某省份在实施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及其之后年份的企业样本，该值赋为 1，反之赋为 0。
回归中的控制变量更换为相应年份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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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异质性分析

（一）行业人力资本

劳动者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及劳动力市场势力的重要因素。低人力资

本劳动者的流动性更强，劳动供给弹性更大，且政策对其社保参保率的提升作用更为

显著，因此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而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社保缴费本身更为规范，政

策对其影响较弱（封进，2013；Yeh et al.，2022）。因此，本文对政策效果的人力资本

异质性进行了验证。受数据限制，本文采用行业层面的人力资本衡量指标，利用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行业平均受教育水平，并将其匹配至税调数据。通过构建高

人力资本行业虚拟变量及其与政策交互项的乘积，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表7第（1）
列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策对高人力资本行业企业劳动力市场

势力的提升效果更弱。

（二）企业规模

本文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的企业样本，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影响。

中小微企业作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中国经济系统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小微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通常较弱（Yeh et al.，2022），且社保缴费遵从度较低（袁璐璐、

罗楚亮，2023），因此受《社会保险法》的政策冲击更显著。本文依据制造业行业标准

划分企业规模①，将大中型企业虚拟变量及其与政策交互项的乘积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

归。表 7第（2）列展示的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策对大中型企

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提升作用较弱。

（三）劳动保护强度

劳动制度保护是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能够增强弱势劳动者的议价能

力（柏培文、杨志才，2019）。本文研究表明，《社会保险法》通过增加工作转换摩擦

成本，提升了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在工会议价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法律保护强

度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至关重要（谢申祥等，2019），劳动制度保护的地区差异可能削弱

这一效应。本文参考鄢伟波和安磊（2021）的方法，采用各省社保争议和劳动报酬争

议案件受理数作为劳动制度保护的代理变量，构建高保护强度虚拟变量及其与政策交

互项的乘积，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表 7第（3）列展示的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系

①　  采用《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国统字〔2011〕 75号）的标准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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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著为负，表明在劳动制度保护较强的地区，《社会保险法》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

的提升作用更弱。

表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treati × postt

treati × postt ×高人力资本
行业

treati × postt ×大中型企业

treati × postt ×高劳动保护
强度地区

控制变量

劳动合同法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观测值

劳动力市场势力

（1）
0.181***
（0.033）
-0.020**
（0.010）

是

是

是

是

0.797
819704

（2）
0.150***
（0.006）

-0.057***
（0.006）

是

是

是

是

0.802
873701

（3）
0.174***
（0.005）

-0.114***
（0.005）

是

是

是

是

0.796
873701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 2007-2015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为研究对象，基于

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社会保险法》对企业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提升了企业员工的参保率，增

强了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该政策处理效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结果

表明，企业员工参保概率提升的同时，由于长期存在的社保统筹层次低、地区碎片化

等政策不完善因素，《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提升了劳动者跨地区工作转换摩擦成本，降

低了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增强了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在异质性分析中，上述

效应在高人力资本行业、大中型企业以及高政策保护强度的企业样本中更弱，这进一

步加强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与机制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加快全国社保统筹改革。本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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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险法》虽提高了参保率，但由于社保统筹层次低、地区碎片化等

问题，增强了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当前亟须推进全国统一社保体系建设，提高统筹

层次，增强基金调剂能力，消除地区政策差异和流动壁垒，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促进

劳动力自由流动，释放人口红利。第二，完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应强化法律保障，

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尤其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社保制度。同

时，优化全国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打破户籍限制，简化转移接续流程，降低参保成本，

增强社保获得感，真正发挥社会保险的风险共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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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ms’ labor market power is a critical determinant of the primary income distribu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insurance policies, using data from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2007-2015 National Tax Survey and leverag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Social 
Insurance Law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law’s implement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firms’ labor market power.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while the 
law increased employee enrollment in social insurance, it also intensified job-switching frictions 
due to low-level pooling and fragmented regional policies. This decreased workers’ inter-city 
mobility, consequently reducing the labor supply elasticity firms faced and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market power. Notably, subsequent pension pooling reforms effectively mitigated this effect. 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his impact is less pronounced in huma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 for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in regions with robust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our conclusions provide a theoretical 
rationale for establishing a unified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and offer policy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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